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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城市“前话”
———作为社会技术物的汽车与城市空间理论视域的勾连

李孟名　 汪　 柳∗

摘要:“平台”概念常被回溯到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中,从芯片硬件、应用软

件直至智能交互技术,都被视为彰显数字平台特殊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环节。

本文试图进一步将数字平台与城市的联系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尤其聚焦 20 世

纪的社会技术物———汽车。 通过对贯穿 20 世纪的汽车文化及同期城市空间的

研究进行梳理,本文以流动和连接为线索,在空间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框

架下,再思汽车社会化进程与城市空间意义的相互构建,并探讨这两条脉络在当

下数字平台城市研究中结合的可能性。 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

过去各有偏向的空间研究在概念上有所呼应和互补,正如数字平台在既有城市

基础设施上的整合、联结与扩展,展现出了强大的网络组织效应。 在探讨平台城

市时,我们不能忽视既有漫长城市发展史所积淀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　 平台概念史　 汽车社会　 空间理论

“平台”概念常被回溯到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中(包括芯片硬件、应用软

件以及智能交互技术),与很多学科历史的书写类似,着重凸显其特殊性和划

时代意义,以彰显数字平台伴随技术革新而“横空出世”。 然而,这不能不说

是一种主流叙事模式的遮蔽,倚重信息技术迭代的讲述,带有技术决定论的

色彩,忽视了平台概念的其他源流,限制了平台城市擘画理论蓝图与进行行

动实践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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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城市专题▶ 平台城市“前话”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平台衍生出的关键词层出不穷,多拼接起某学科领域的既有概念,如社

交媒体平台、自媒体平台、数字媒体平台等,循环论证了媒介技术所带来的跨

行业变革。 笔者无意否认技术发展给媒介平台带来的复杂内涵,但值得反思

的是,以资本、算法、智能等术语概而论之,存在忽视过程形式的弊端,笼统将

可呈现面归为数据信息流、算法权力的平台效应,使得这一概念有时代新意,

却似乎无连续性传承。

本土传播学界在探讨数字平台与媒介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利用媒介的阐

释语境来理解平台,常见的有三类形式:第一类是借助平台来阐述新闻媒体

业务的发展,“搭建平台”成为传统媒体机构转型和融合的常用措辞,重在展

示融合成果,少有对平台概念的厘清;第二类倾向于以平台代指互联网公司

产品,虽与前一类有所重叠,但逐渐将其纳入媒介基础设施范畴,贴近平台内

容及公众话语实践的观察多,但究其物质形态的探索少;第三类则以“平台

化”来回应媒介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侧重对“平台化”进行结构建构和层

级划分,如孙萍(2024)将“关联性、数据化、具身性和情感性”作为平台扩展业

务和社会影响的要素,围绕平台劳动展开行动者的实践观察,并伴随着对平

台经济、权力主体的批判反思。

学界少数学者开辟了平台概念史研究的新路径,以汽车制造业、组织管

理学、建筑学等领域的探索为代表,其共性在于:相较于技术变革,更关注在

物质生产实践和组织管理的动态互动中,一步步形成、扩展和转变的平台话

语。 当平台成为媒介研究领域的高频词语时,我们不应局限于计算技术领域

的概念范畴,而应将平台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审思这一跨学科概念

过往的“断裂的连续” (刘海龙,2015:20)。 斯坦伯格(Steinberg,
 

2022)以平

台的制造业溯源挑战了“平台本质是数字化”“平台是新组织形式”的假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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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概念推向了 20 世纪兴起的汽车制造实践,特别是制造商共享底盘“平

台”的形式。 也有学者指出,大型互联网科技平台公司的业务重心正在从智

能手机向智能汽车转移,并以“平台化汽车出行” (platform
 

automobility)为例

探讨了科技重塑传统汽车行业的多种路径。 在梳理概念时,他们特别指出了

媒介和平台研究长期以来对汽车工业的忽视(Stehlin,
 

Hodson
 

&
 

McMeekin,
 

2020)。

不可否认,汽车作为空间移动媒介在 20 世纪乃至当今城市发展中均举足

轻重。 1991 年,德国学者本·巴赫迈尔(Bachmair,
 

1991)通过“传播流动性”

(mobility
 

for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揭示了从“汽车”到“电视”所承载的

文化意义的关联,指出“电视”之所以能迅速融入大众生活,是因为它扩展并

延续了原本由汽车所塑造的生活方式。 同样地,社会学家约翰·厄里(Urry,
 

2006)将 20 世纪称为“汽车的世纪”,他详细阐述了汽车与城市化进程的紧密

联系:汽车不仅是一种工厂产品,更是自主性(autonomous)与物质、符号意义

上流动(mobility)文化的复杂混合。 阿尔瓦雷斯·莱昂(León,
 

2019)进一步

阐述了汽车在技术、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转变为移动空间媒介

(mobile
 

spatial
 

media)的过程。

受既有研究启发,本文以“社会技术物” ( sociotechnical
 

artifacts) 为概念

工具,探讨技术嵌入社会系统并隐匿于基础设施之中的过程 ( Edwards,
 

2003),重新聚焦平台的物质前身之一———汽车,从汽车技术物到该技术系统

的社会化,以流动和连接为线索,梳理 20 世纪汽车社会文化与城市空间理论

之间的紧密联系。 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汽车技术物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嵌入有何社会历史背景?

不同空间理论视域如何解释从汽车技术物到汽车技术系统的社会化

过程?

从汽车技术系统到平台技术系统与城市社会空间的互嵌,有何延续的传

统和显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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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平台的汽车制造、城市扩张与流动的支配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的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汽车制造业生

产、消费增长与管理创新。 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到丰田公司的即

时装配和精益生产,汽车普及与城市化进程齐头并进,共同推动城市布局的

分散蔓延。 这一进程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汽车生产系统结构化过程中的空

间分异现象。 汽车零部件的分布式生产和集中式装配促生了一个广阔的流

动体系,利益最大化驱动资本工业在城市之外寻求更低廉的成本和劳动力,

甚至跨地区、跨国家进行生产外包配置。 其中,20 世纪 90 年代丰田、本田等

企业的全球制造体系尤为引人注目。 相较于汽车生产本身,其组织生产、管

理运营方式更受瞩目:丰田追求即时性、自动化,从需求出发避免盲目的生产

浪费,配合“自动化”的适时调整,不仰赖机器的“无碍运行”,而是“包括人的

因素的‘自动化’”,使其在全球市场占据竞争优势(大野耐一,1979:9)。 斯

坦伯格(2024)将“丰田制”视为数字平台的前身,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丰田汽车生产的管理创新与数字平台系统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在数

据收集和流通、标准化与多样化结合的模式等要素上存在重合之处。

公共交通及工具的传播意义,在部分传播物质性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再认识。 然而,在探讨公共交通工具对人与环境、人与人关系的塑造与改

变时,往往将其置于“传播的传递观”范畴内,更多聚焦运河、铁路、航道等线

路的历史考察。 私人汽车是相对于公共交通的另一种存在,其在社会生活中

生成的空间意义,不局限于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或交通技术,更在于它衍生的

系列物件、地点和配套设施,后者共同反映了技术物嵌入社会空间的早期状

况:可见的空间占据与地点复制。 正如彼得·弗伦德 ( Freund
 

&
 

Martin,
 

1993:
 

111)指出,汽车作为一个自创生系统,不断地为自我复制创造条件,20

世纪西方城市社会中的公共政策、土地使用、文化模式、个人空间移动以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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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发掘等,都围绕着以汽车为中心的技术系统展开。 研究者解析汽车进入行

驶状态所需的配置,阐释了这一技术系统的空间意义:合格的驾驶员、扩展的

公路网、合理的交通法规、停放汽车的空间、生产和经销汽车的区域。 换言

之,从汽车工业生产到汽车使用普及,都极大影响了城市空间的转变与创造,

城市边缘扩张、郊区化进程与私人汽车消费增长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将汽车技术系统类比为生物学生命系统,可能是当时应用生

物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的一种表现。

无序扩张的城市边界是私人汽车灵活性的具象折射。 当驾驶者探索城

市边缘时,他们可能在既定法规和既有道路之外狂飙突进,这使得分散式的

边缘扩张与城市中心地区空间的纵向利用形成了相辅相成之势。 大卫·哈

维(2013)在《后现代的状况》中提出了“时空压缩”理论,用以阐释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变化如何影响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 以汽车制造业为

例,从早期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模式,到强调专业分工和流程标准的泰勒制

组织模式,再到丰田制灵活即时生产模式,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组织管理和

技术更新,也揭示了福特制集中化生产的弊端,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哈维(2013)认为,过度积累需要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表现为伴随着地理流动

的灵活外包劳动。 空间流动摩擦最小化意味着生产效益最大化,这种追求已

经从过去加速物的移动转变为如今加速信息、数据的流动,空间秩序与时间

加速的控制在此过程中紧密配合。

驾驶私人汽车常被符号化为个体对时间和空间的自主掌控,传递着自由

和身份的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Seiler,
 

2009),但却伴随着大量交通与环境问

题。 尽管私人汽车被赋予了自由价值观,但常常伴随着束缚———不仅是暂时

停留在固定物理空间的束缚,还有嵌入日常往返于住所与工作地点的束缚。

尽管汽车消费、驾驶行为以及围绕汽车的生活系统并不完全由资本决定,但

多少受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响。 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超大型城市的兴起

拉动了汽车消费,资本市场塑造了象征阶级与品味的消费选择,在外形设计

03



平台城市专题▶ 平台城市“前话”

与风格营造上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 汽车的使用改变了城市社会景观,高

速公路建设获得了比公共交通建设更多的政策与资金投入,大型商超纷纷迁

往郊区,人们的休闲方式随之改变,公路旅行装置及配套设施开始出现( Joo,
 

2007)。 总而言之,从城市向郊区迁移的空间重组过程,使得郊区化成为城市

发展的新阶段。

厄里(Urry,
 

2004) 以“非线性扩张” 来描述汽车影响下的空间实践,从

“汽车”到“汽车化”(automobility),再次强调了汽车不仅是一种技术产品,更

是一种深深植根于社会空间结构与实践中的现象,甚至已成为一种社会形式

和技术系统。 将汽车称为“技术系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这样

可能会回避人为造就的程序及其背后的非平等权力支配。 例如,博姆等人

(Böhm,
 

Jones
 

&
 

Land
 

et
 

al. ,
 

2006)指出,汽车不仅是一种技术系统,更是一

种产生权力关系的制度( regime)。 这一观点与更广泛意义上的流动性概念

产生了衔接和对话的可能:汽车并非唯一的移动形式,还存在一些非具身的

“流动”形式,如电话、互联网、电视等,后者与具身移动在表达及体现自主权

的意义上存在共通之处。 换言之,“汽车化” 并不局限于汽车这一技术物本

身,还潜藏或显现了与各类流动形式的交织。 汽车及其装置系统所占据和创

造的城市空间,已相对于其他流动形式展现出了霸权支配和非平等关系。

对 20 世纪后半叶私人汽车对社会空间强势影响的反思,与当下国际上对

超大型平台负面后果的回应,呈现出类似的调整趋势。 例如,欧盟的《数字服

务法案》便根据互联网公司平台的规模,明确了其相应的权责。 当欧盟开始

以立法形式对待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超大型平台时,便意味着大型网络平台

不再仅被视为纯粹的市场主体,而是与个人权利、社会生活、地缘政治等息息

相关的技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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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间政治学视域:汽车技术系统、

基础设施及不平等的空间生产

　 　 私人汽车与高速公路所构成的交通体系,推动了城市空间在实体及社会

意义层面的碎片化与分离化。 格雷厄姆等人(格雷厄姆、马文,2021:150)认

为,构建网络基础设施是连接这些碎片化、分离且间隔的城市空间的关键手

段。 这些基础设施应支持密集的流动、交流及出行,且需要精密的流通管理。

西方城市基础设施的普及进程,也是城市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彼时国家

政府投入建设的基础设施,如电力、燃气、自来水及电话是现代生活的重要标

志。 早期城市基础设施与国家公共投资政策紧密相连,资本流动因此获得了

固定的物质支撑,如管道、电线与公路等,这些线路与设施作为基础设施网

络,因统一规划与公共属性而分布相对均衡。 但当围绕汽车生产与消费的私

人企业在 20 世纪后半叶成为市场主导,日益普及的汽车技术物嵌入基础设

施,乃至成为社会技术系统,支配公众的日常生活,却展现了不平等、非均衡

的网络化状况。

汽车技术系统的社会化存在不同表述,如在马蒂奥尼(Mattioli,Roberts
 

&
 

Steinberger
 

et
 

al. ,2020)处为汽车依赖型社会(car-dependent
 

societies)。 他列

出了这个社会的五个要素:汽车工业、汽车的基础设施、城市扩张、公共交通、

汽车消费文化。 相比于单独阐述各要素的含义,这些要素在汽车技术社会化

系统中的角色更为关键。 从事汽车制造的企业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逻辑下

长期锁定其商业模式,并带来对既有模式的维护。 简言之,汽车生产商试图

通过基础平台(底座)实现规模生产和差异化外型的结合,发挥品牌效应,积

极拓展市场。 大规模、过量的汽车生产需要相应汽车基础设施的支持,如加

油站、停车场和交通法规。 此处的“汽车基础设施”与前文提及的城市早期公

共基础设施网络相比,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私人性,即公共设施使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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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私人汽车消费行为。

城市的扩张和对私人汽车的需求相辅相成,且基础设施的配置调节了地

理距离,进一步支撑和刺激了大众消费需求,助力了资本扩大再生产。 上一

节笔者提到,城市郊区化成为吸收资本过量生产的一种空间形式。 在《资本

的限度》里,哈维(2017)认为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方案,是地理扩张和重组的

“空间修复”。 城市中心空间极度压缩或折叠存在限度,而边缘地带的开发既

能缓解挤压的生存状况,又能因土地利用而刺激新一轮的消费需求,即缓解

包括汽车在内的商品过量生产状况。 另有研究(Walks,
 

2014)表明,以美国

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刺激私人消费而推动郊区化,且对私人汽车的政策支持

强化了汽车在各交通方式中的主导地位。

区别于早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质化、标准化,基于私人汽车这一技

术系统的社会空间布局并不均等,边缘、弱势、缺失汽车承载设施的地方可能

被忽视或破坏,如高速公路分隔的地理区域可能原属于一个整体;又如不拥

有私人汽车而选择其他出行方式的人群,也会承受汽车社会空间的负面影

响。 相较于对步行、公交和自行车的城市空间分配,更多城市空间的规划建

设和使用提供给了私人汽车(Attard,
 

Guzman
 

&
 

Oviedo,
 

2023)。 在空间政治

经济学视角下,汽车技术系统社会化与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相互嵌入,空间成

为资本权力关系的生产对象。 与其说城市边缘缺乏公共交通,倒不如说城市

边缘的规划设计本质上以私人汽车出行为优先。 因而,私人汽车的生活方式

既是被设计的需求,又是被迫的选择。

可见,汽车技术物的社会化并不完全由生产或消费构建,即便是彰显阶

级品味、自由、个人主义的符号,也需要对既有基础设施的利用和适应,以及

关联基础设施对地理空间的扩展占据,直至成为一种惯常生活方式。 汽车技

术系统社会化提升了城市基础设施网络的灵活度,流动和连接成为持续

状态。

从以“人—物”流动形式为主的汽车技术系统,到数字平台技术系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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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数据、信息、物质的流动中,有来自空间政治经济学谱系的延续。 以往

的汽车技术系统网络以提供、扩展服务范畴为导向,而当下的数字平台注重

物质及非物质要素的协同、互补、组织,虽然资本较量的形式变为了算力和联

结强度,但也是刺激需求和缓解过量生产的后果,如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公共

交通末端扩展出连接公共交通换乘点和目的地的运营市场。 依赖平台连接

和运转“闲置资源”,不失为一种“空间修复”的重组:利用数据、算法等技术形

式,适时匹配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需求。 既有设施作为资源得到了挖掘,

流动与连接成为服务形式,而流动边界从汽车到数字平台不断扩展,跨越了

虚实的空间边界。

但并不能说这是独属于数字平台的变革创新,当捕获、组织和连接数据

成为平台企业的生产核心时,不难发现其与 20 世纪汽车技术系统的共通点。

其一,当福特制下汽车零部件过量积累时,从泰勒制的分配生产管理到

丰田制的即时装配和灵活改进,复杂的生产流程被逐步划分为精细的模块,

与当下互联网科技企业和基础设施网络的步步交织相比,同样趋向于程序执

行流程,并将数据处理划分为多个独立的模块,以便灵活处理和优化。

其二,为降本增效,汽车生产技术对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引入,在数字平台

企业表现为减少人工干预,提高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和速度。 基于市场需求的

受众行为预测和反馈调整,延续着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消费循环。 平台资

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数据资本(data
 

capital)、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

等概念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旧资本扩张形式在新场景的重新实践。

其三,当流动和连接继续维持资本扩张时,平台技术系统也可能像汽车

技术系统般生产新的不平等空间。 例如,平台企业对数据和既有资本的选择

性重组,在加强有效用户和服务提供商的时空连接的同时,也进一步边缘化

了欠缺基础设施配置及资本流动因素的地区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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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文地理视域下的汽车与地方:

视觉传播、具身经验与流动景观

　 　 移动出行是久坐下的视觉传播体验,人类丰富的感官体验变成了窗户里

的二维画面(Merriman,
 

2004)。 20 世纪西方社会学者对技术物的人文理解,

延续着重视视觉文化的传统,这也体现在对汽车技术物直观体验的描述上。

汽车、火车、电视、电影,在“视觉”运输机器上被并置关联和比较,只是前两者

是物理意义上的,后两者是虚拟的,而使用者的动机、目的及参与空间景观的

方式则各有区别(Merriman,
 

2009)。 以流动的主体视觉感知空间成为另一条

进路,车窗如荧幕,荧幕如车窗,汽车部件成为媒介,当部分工程师、建筑学者

和设计师致力于在基础设施布局和空间利用上展现城市结构时,另一部分学

者则选择以经验主体的、具身的、非表征的方式来分析空间。

爱德华·雷尔夫(E.
 

Relph)提出的“无地方” (placelessness),便是直接

经验下的空间审思。 高速公路连同城市的摩天大厦被划分为“无地方的景

观”,人本主义视角下现代流动性的增强和城市扩张的后果遭到批判,雷尔夫

将汽车等交通工具视为“中介性的机器” (Relph,
 

1976:
 

196),借助机器感知

的景观欠缺本真情感,却也转变为适应流动变化的优势。 交通工具及促使流

动加速的基础设施的同质趋向,杂糅着移动的系统公共性和个性化体验。 当

流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机器在一定程度上进入隐匿状态,对地方或地

点的感受再度受到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公路电影是体现关注的一种

形式,隔离的、碎片化的人造环境引发了人们对生存状态的思考,“汽车成为

逃离的媒介”(邵培仁、方玲玲,2006)。 然而,被赋予逃离意象的“汽车”不仅

是被建构的对象,还是建构多元关系的主体。 早在数字平台之前,人和机器

本就难以作为二元对立的存在被讨论。 仍以汽车驾驶为例,操控汽车动作引

发的移动,既是人的移动也是物的移动———人在驱动车辆时,车辆的动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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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也对人的认识和行为产生了影响。

技术结构系统下的地方意义趋向变动不居,从物质基础设施到平台基础

设施,宏观布局的描摹容易忽视人的能动性和私人情感,无论是从话语层面

还是从物质层面来讨论地方边界都不甚明晰,于是“网络” “联结” “转化”,情

境条件、瞬时状态和互动过程得到了更多关注。 一如当下,数字平台纷纷提

供基于地理定位的即时服务,城市地点成为数字地图上的抽象符号,地点意

义在具身参与的实践中生成并变动。 提出“情感平台城市主义” ( affective
 

platform
 

urbanism)的学者从日常不同情境下的外卖平台使用方面进行了探索,

以跳脱政治经济学预设的权力关系桎梏,身体不只是确切的被异化或被监控的

客体,还有感受、行动与调整感受的主体意义(Bissell,
 

Birtchnell
 

&
 

Elliott
 

et
 

al,

2020)。 重视平台城市的情感维度,本质上延续了人文地理学对具身实践、身体

知觉、地方感的关注,如斯特劳恩等人(Straughan
 

&
 

Bissell,
 

2022)描述了平台零

工的劳动过程,三位参与者的即时遭遇(encounters),以及这些基于平台的社会

互动与人际交往,在实际生活中给他们自身带来了正面积极的情感转变。

从视觉体验到情绪感受,经验知觉上的空间认知离不开对地方与非地

方、表征与非表征实践的思考。 “中介性的机器”既是渠道也是经验,随着重

复使用的惯性逐渐隐匿,机器和主体相伴生成意义。 约翰·厄里提出的新流

动范式扩大了流动的范畴,其中包括人员、信息、物质的流动,也涉及情感和

想象的流动,流动和社会关系的联系、远距离的亲密关系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Elliott
 

&
 

Urry,
 

2010)。 康拉德森等人(Conradson
 

&
 

McKay,
 

2007)用“跨地

主体性”( translocal
 

subjectivities)这一概念阐释地理移动下主体状态的复杂

和多元,其中主体的多重自我意识、特定地点和社会关系的维系及涌现的情

感是其侧重点。 情绪或情感不是理性反思的对立面,而被理解为一种具身认

知及思维形式。 流动带来的不仅是人与人的联结,也可能是人与物、人与地

方的情感联结。 “跨地性”( translocal)(阿帕杜莱,2012)这一概念为理解移动

主体的身份提供了途径,流动与固定并行不悖于主体(Daskalaki,
 

But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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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vic,
 

2016),个体在不同地点之间的移动和社会实践使得身份流动而多

变,固定性则体现为个体与特定地点之间的持续联系和认同,跨地性网络里

主体身份及关系具有多重特质。 此外,地点的意义也在不断变化,地点不再

仅是物理空间,也是通过社会实践和个体经验被构建的。

从人文地理学视域下的空间流动概念来考察,主体跨地性实践模糊了物

质和非物质的界限,物质环境的改造和以社会关系、文化意义的创造与传播

为代表的非物质元素交织在一起,空间中的现象涉及个体、群体、社区、国家

乃至全球等层面,并且这些层面既不平行独立也不一致均衡,而是互有关联

和差异,层次的连接性恰是进行空间实践过程分析的关键。 沿着人文地理学

对主体感受和主体行动的关切传统,平台空间和城市空间的相遇,有了可供

进入的既存视角:跨越物质与非物质界限的社会空间建构实践。 正如前文所

提,从驾驶汽车的感官体验到无地方的景观、跨地方的流动主体身份。

在上述梳理中,浮现了两条贯连平台与城市空间的路径:一条路径取自

空间政治经济学,从平台之物“汽车”技术系统到数字平台的技术系统,平台

数字经济延续了资本主义寻求空间修复和空间扩张的惯性,但生产出新的社

会关系和空间实践,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化是贯连前后的重要概念;另一条路

径取自人文地理学,强调“汽车”技术系统造就的景观经验和具身体验,“汽车

化”既是一种技术系统也是一种技术文化,技术系统带来的主体性感受、主体

与地方的互动、情感和社会联系,贯连起彼时的城市汽车化生活和当下的平

台化生活。 两条路径来自不同的学科传统,各有偏向,但不无交集。 下一节,

笔者试图讨论在平台城市中两条路径结合的可能性。

五、
 

视域结合的契机:数字平台与城市

社会空间的现实碰撞

　 　 从电子商务、移动互联服务到数字平台,数字技术系统嵌入城市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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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与汽车技术系统和城市空间的勾连既是一致的也是异质的。 一致的延

续前一节已有阐述,而异质性则来自数字平台技术系统社会化过程中已出现

或尚未出现的新实践和新现象。 换言之,嵌入城市空间的数字平台也会将其

作为技术系统的特征带入进来,如同半世纪前汽车作为技术系统嵌入城市空

间布局和功能利用,空间结构朝着“汽车化”方向演变,产生新的地方配置,人

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

技术社会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探索数字平台技术系统嵌入城市空

间的过程中,若只以空间政治经济学或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切入,就很容易陷

入“技术—人”对立关系的循环:前者重视技术系统和空间结构性力量的发

挥,个体显得脆弱而微小、被动且同质;后者注重主体感受和个体经验,但将

技术视为客体则可能轻视现实中技术(物)的能动性。 因而两者的结合与其

说是一种尝试,不如说是一种直面现实的转变。

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碰撞出了哪些现实?

其一,持续非稳定状况的连接与断连,从能源水电到道路交通,过往城市

空间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系统,往往被认为具有普遍性,呈现长期稳定的特征,

似乎不够完善的配置便不足以支撑起空间社会化的运转,深度嵌入日常生活

以至于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然而,数字平台技术一定程度上使得技术系统

被重新审视,上一秒连接起物与物,下一秒便连接起人与物或人与人,原有的

连接可能中断,也可能产生新的连接。 平台技术系统的空间实践和联系是变

动的,强行划分人与技术(物)已不符合实际,而探讨关联的过程和情境已成

必要议题。 人文地理学对地方意义、人地联系、具身经验的关注,契合处在嵌

入过程而非已完成全面嵌入的平台的实际状况,流动地点的意义不仅需要资

本主义经济逻辑下的权力剖析,更需要异质状况、瞬时、多情境等涉及主体行

动实践的人文地方概念来补足。

其二,相较于城市空间多数基础设施独立并存的阶段,数字平台技术系

统实现了多系统的互联,超越了单一系统的互联互通,如智能汽车、智能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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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智能交通网络等,将电力、通信、公共交通等各类型技术系统进行了跨系

统的连接组合,且可能产生新的技术社会实践(如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等前

端设施与数字平台相结合,融合了具身感知与计算能力,并置了实时情境和

惯常行为模式,为使用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跨系统、跨层次的数字平台,

将城市空间之“网”编织得更加细密,让用户和服务商之间的连接更加直接,

但同时也更加不稳定。 此外,这也不是一张均质的空间网络,有联系、流动的

密集处,也有排除在联系外的区域和被忽视的人群,理性计算产生的或浮现

的社会问题,需要对空间非平等关系的动态关注,需要来自人文地理学和政

治经济学的共同关切。

综上所述,平台技术系统不是空中楼阁,本质上任何技术系统都无法脱

离社会而单独存在。 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的对话,建立在既有城市基础设施

和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但也因其技术系统的新特征,在嵌入过程

中逐渐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与改变,从物理空间实践到社会关系和社会文

化,任一偏向的先验决定论都不足以囊括变动新现象,也让空间政治经济学

和人文地理学的概念碰撞成为可能。 近年来,拉图尔(B.
 

Latour)的行动者网

络理论成为传播研究的热门理论,其实也是对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碰撞现实

的一种反映。 数字平台技术系统的全面嵌入尚未完成,地方化、区域化、具反

抗性的差异仍然存在,剖析关联式过程成为更具意义的话题,而重视一切

“人”与“非人”关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展现了符合现状的价值,成为新的理论

坐标。

本文尝试将数字平台与城市的衔接上溯到更久远的过往,其中 20 世纪汽

车技术系统和城市空间的关联是论述中心。 笔者以流动和连接为主要延续

形式,在空间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脉络中再思汽车技术系统社会化过程与

城市空间的关系,最后讨论了两条脉络在数字平台城市研究领域对话的可能

性。 本文认为,恰恰是数字平台和城市空间的嵌入进行时状态,让原本各有

偏向的空间研究在概念上有所呼应和弥补,就如数字平台在既有城市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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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上整合、联结各方资源,发挥出强大的网络和组织效应一般,我们不能忽视

漫长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思想资源。 笔者能力有限,仅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空

间研究路径,但还有更多不同视角下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空间问题的思考亟待

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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